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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督 商 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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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8 0一90 年代
,

是
“

官督商办
”
企业的全盛时期

。

也就在这个时候
,

郑观应在
“

盛世危

言
”

中赞扬过
“

官督商办
” ,

他说
: “

全恃官力
,

则巨资难筹
;
兼集商资

,

则众擎易举
。

然全归商办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官威
,

则吏役又多需索
。

必官督商办
,

各有贵成
:

商招股以兴工
,

不得有心

隐漏
;
官稽查以征税

,

亦不得另外诛求
; 则上下相谁

,

二弊俱去
” ① 。

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

在 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
。

其实
,

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

“

官督商办
” ,

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
“

官督商办
”

并不是一回事
,

前者的主张只是一种并没

有实现的主观愿望
; 后者的主张才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推行了三

、

四十年的
“
官督商办

”

制度
。

郑观应历来主张以
“

商办
”

的形式发展近代企业
。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中国出现的近代民用企业主要有
“

官办
” 、 “

官督商办
”
和

“

商办
”

等的

几种形式
。

其中哪种形式最能适应近代企业的发展呢 ? 郑观应向来认为 只有
“

商办
”

才能使近

代企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

他反对
“

官办
” 。

由于在 70 年代初期
,

许多官办企业 已成为事实
,

郑观

应也就不得不主张开矿和造船可以
“

官办
”

与
“

商办
”
同时并举

。

他在 1 8 7 6 年刊行的
“
易言

”
一书

中说造船应
“

官局商局并行不悖
’ ,
② ;
对开矿则主张

“

或议民采官收
,

或由部给照仿牙贴之例准

民开采
,

或竟由官办
” ③

。

但同时他却对
“

商办
”

大加赞扬
,

而对
“

官办
”

严厉批评
。

他说
,

商民对 自

己办企业必然
“

视为身心性命之图
,

制造必精
,

程功必速
,

成本必廉
,

虚费必省
’ ,
④

。

如果企业
“
一

归官办
,

枝节横生
,

或盈或亏
,

莫敢过问
。 ’ ,

⑤在郑观应的心 目中
,

当时中国的官场腐败 已极
,

官

民矛盾已很紧张
, “

官之于民
,

声气不通
” ,

商民
“

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 已
” ⑥

。

在这种情况

下
,

如果企业归官创办
,

当然
“
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

,

赢则借事勒捐
,

亏则多生枝节
” ⑦

。

因此
,

郑

观应呼吁对官办之厂
,

应
“

改官造为商造
’ ,⑧ 。

到八十年代新刊
“
易言

”
时

,

前引述的开矿
“

竟由官
尸

办
”
则被删去

。

否定
“

官办
”

之后
,

是否认为
“

官督商办
”

最好呢 ? 也不是
。

八十年代以后
,

虽然

“

官督商办
”

企业 已建立了很多
,

但同时这种企业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也暴露得越来越严重
。

这时候
,

郑观应一方面开始尖锐抨击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病
,

对
“

官督商办
”

制度的否定态度

日益坚决
; 另一方面

,

则更加认为
“

商办
”

是发展近代企业的最好形式
,

竭力主张由商民集股 自

办企业
,

并强烈要求清政府应像西方国家和 日本那样对商民给予各种保护和扶持
。

他说
: “ 日本

东派一岛国耳
,

土产无
,

多年来效法泰西
,

力求振作
,

凡外来货物
,

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

股设局制造
,

一切听商自主
,

有保护而绝侵挠
。

… …我何不反经为权
,

转而相师 ?
’ ,
⑧

。

这就是郑

观应 以
“

商办
”
形式发展工商业的思想

,

其根本要 求就是
“
一切 听商 自主

” ,

官
“
有保护而绝侵

挠
” 。

这段话是中 日甲午战争以前说的
。

但是
,

要保护商民自办企业
,

当时已极端腐败的清政府

是做不到的
,

封建官僚只有侵商之虐政
,

郑观应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
。

他指出
,

在中国
“
门户洞



开
,

任洋商百方垄断
’ ,
L的情况下

, “
我商人生长中土

,

畏官守法
,

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
,

反

得为所欲为
。

… …华官不惟不能助商
,

反胺之
,

遏抑之
,

吁是诚何心哉 !
’ ,
。而且进一步指出发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本身
。

他说
: “

官不恤商者
,

固有官制过于尊严
,

实亦国家

立法之未善
,

纵有亲 民之官
,

通识务者
,

亦不能破格原情
”

气 甲午战争之后
,

迫于形式
,

清政府

对私人设厂的控制开始放松
,

而郑观应的
“

商办
”
主张也就更加明确和坚决

,

他说
,

办企业应
“

皆

听商民之自为筹画
,

而所以保护之者
,

不过 因商之所利而利之 ;所欲而聚
,

所恶勿施
,

言则听
,

计

则从而已
,

非必事事赖国家为之经理遥制也
’ ,

0
。

又说
: “

凡通商 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铁路
、

轮

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制造之处
,

一律准民开设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或 自办
,

悉听其便
,

全以商股之

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

。 “

全以商股之道行之
” ,

与甲午战争以前所说的
“
一切听商 自主

”

完全一致
。

因此
,

在采用什么形式发展近代企业的间题上
,

郑观应的一贯主张是实行商民自行

其道的
“
商办

” ,

而不是
“

官督商办
” 。

然而
,

为什么郑观应在
“

盛世危言
”

中又主张
“

官督商办呢?

这需要弄清两个问题
。

第一
,

这是郑观应针对中国开矿业的特殊情况而说的
。

“

盛世危言
”
全书中

, “

官督商办
”

的主张仅见于其中的
“
开矿篇

” ,

而其它各篇均无
。

譬如在
“

纺织篇
”

里
,

郑观应呼吁在
“

通商大埠及 内地各省皆设纺织局并购机织造
,

以塞来源
” ,

并说西

方
“
纺织各厂皆设 自商民

,

即制造船炮枪药各厂亦取办于 民厂为多
” ,

因此
,

中国
“

欲扩充商务
,

当力矫其弊
,

不用官办而用商办
,

如民间有能纠集公 司精心制造者
,

地方官查勘实属应奏明国

家为之保护
” L

。

对于诸如铁路
、

电报
、

船运
、

造船
、

银行业的发展
,

郑观应也不主张
“

官督商办
” 。

因此
, “
官督商办

”
只是郑观应针对当时中国开矿业的特殊情况而说的

。

中国开矿业的特殊性就在于清政府二百年来对于各种金属矿的开采一向采取严格的控制

的政策
,

这既是两千年来历代封建王朝
“
重农抑末

”

政策的一部分
,

又是防范 民众起义的措施
。

因为采矿业一般聚众较多
,

统治者害怕由此
“

窝引匪类
” ,

酿起事端
,

往往被官府悬为厉禁
。

清王

朝也是
“
以开矿为虐政

,

例有专条
’ ,L , “

二百余年不敢轻言矿务
’ ,
@

,

虽然到 19 世纪 70 一80 年

代
,

为解决越来越困难的财政问题
,

才不得不开放矿业
,

但仍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
,

不准私人自

由开采
,

私人要开采
,

必须呈请
“

官督商办
” 。

据统计
,

1 8 7 5 年到 1 8 9 4 年间
,

中国全部 30 多家近

代采矿业中
,

有 23 家都挂着
“

官督商办
”
的招牌L

。

所以
,

郑观应认为采矿业要
“
官督商办

”
是有

历史根源的
。

第二
,

郑观应主张
“

官督商办
”
的落脚点在于

“

商办
” ,

其实质是官为护持
,

商民自办
。

郑观应的
“

官督商办
”
主张与他的

“

商办
”
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对
“

官督
”

的理解
。

从前面引文中可以看到
,

郑观应认为
“

官督
”

的责任在于
“

稽查以征税
” ,

并以官威避免

“
土棍

”

的阻挠和吏役的
“

分外诛求
” ,

保证商民能顺利地
“

招股兴工
” 。

在郑观应看来
,

所谓
“

官

督
” ,

与西方国家在开矿政策上的
“

督率
”

是一个意思
,

即国家用官权来保护商民的经济利益
。

他

说
: “

历考泰西各国所 由致富强国者
,

得开矿之利耳
,

国家之督率也严
,

官商之集办也易
,

士 民之

期望也切… …
’ ,
L

,

由此
,

中国的
“

开矿之事
,

仍宜商力
、

而官为护持… …官商联办为一气
,

乃能经

久而无弊也 ,,@
。

但是
,

郑观应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出于 良好愿望的设想
,

它并没有成为现实
,

而洋务派主张



的
“

官督商办
” ,

却在中国实实在在横行了好几十年
。

洋务派的所谓
“
官督商办

” ,

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

其一
, “

官总其大纲
” 。

凡是官督商办企业
,

其经营管理大权必须由官方掌握
,

这就是所谓
“

官督
”

的意义
。

官督是通过由官方
“

专派的
”

督办来实现的
。

督办就是国家管理企业 的代表
,

他

下面还有总办
、

会办
、

帮办
、

坐办
、

提调等名目繁多的管理人员
,

而且也均由官方委派
。

其二
, “

商务应由商任
” ,

这就是所谓
“

商办
”

的意义
。

因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份主要来自商人

的私人资本
,

企业一般也是按照西方国家股份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的
,

商股理当有权自行管

理
,

因此
,

李鸿章虽然说官督商办企业应 由
“

官总其大纲
” , “

察其利病
” ,

同时又表示企业要
“
听

该商董 自立条议
,

悦服众商
” 。

, “

所有盈亏
,

全归商人
,

与官无涉 ,,@
, “

商务应 由商任
,

不能由官

任之
’ , 。 ,

这些话的意思是官督商办应官商分权
,

即官方行使
“

官督
”
之权

,

商股行使
“

商办
”
之

权
.

后来张之洞把这种官商分权的观点说得更加清楚
。

他说
: “
至官督商办之要议

,

大率不过两

端
:

权限必须分明
,

而维持必须同心
。

商无权则无人入股
,

官无权则隐患无穷
” 。

。

上述两个方面
,

基本上包括 了官督商办制度的内容
。

但实际上
,

一个企业只要有
“

官督
”

之

权
,

就不大可能有
“

商办
”
之权

。

企业的主要权力
,

不过是用人和理财
。

对人权与财权
,

官僚总是

抓住不放
,

不会让商股染指
。

因此
,

李鸿章等人一面说商股有商办之权
,

一面又规定企业的用

人
、

理财都必须由
“

督办
”

决定
。

如轮船招商局的
“
用人章程

”

规定
: “
专派大员一人

,

认真督办
,

用

人
`

,

理财悉听调度 ,,@
。

又如张之洞要求汉阳铁厂
“
用人

、

理财
,

筹划布置… …及一切应办事宜
,

遵照湖广总督札伤
,

均由督办一手经理
,

酌量妥办
,

但随时择要汇报湖广总督查考
” ⑧

。

后来商

股要求真正翻有企业中商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

迫于形式
,

张之洞才同意
“

官商分权
” ,

把
“ 用人

,

用财及一切买地
,

购料
、

雇工
,

凡计费
、

筹款
、

管理
、

出纳之事
” ,

划入了商权范围
,

并表示
“

商权官

断不侵
” ,

但同时又说
: “

官虽不干预其领款
,

而用款必须报官
,

官虽不干预其用人
,

而所用之人

有合礼法者
,

官亦可令公司撤换
’ , 。 。

这就是说
,

官府可以找出任何借 口干预商股用人理财方面

的最后决定权
。

总之
,

官督商办制度的实质不过是以
“

商办
”

为名
,

而
“

官督
”

经理一切
。

两江总

督刘坤一在谈到轮船招商局的名称时就说得很清楚
: “
至该局本系官办

,

在局员董 由官派委
” ,

叫官局未尝不可
,

但为什么又要取名
“

官督商办
”
呢 ? 因为

, “
一作官局

,

诸多肘
,

兼之招股
,

则众

商必不踊跃
,

揽载则市面亦不从乐
,

不得不以招商局出名
,

其实员董由官用舍
,

帐 目由官稽查
,

仍属商为承办
,

而官为维持也
” 。

。

如此看来
, “
官督商办

”

之局不过是
“
不得不以商局出名

”

的
“

官局
”

而 已
。

上述分析说明
,

郑观应与洋务派官僚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
。

简单地说
,

郑观应的

主张是以
“

官督
”

为名
, “

商办
”

为实
;而洋务派的主张则是以

“

商办
”

为名
, “

官督
”

为实
。

两种主张

形式一样
,

本质却不同
。

既然如此
,

那么
,

买办出身的郑观应为什么又要以商股代表的身份长期

担任几个主要官督商办企业的高级职位呢 ?这主要有两个
.

方面原因
,

一是出于他那匡时济世的

爱国主义思想
; 二是对洋务派官僚关于

“

商务应由商任
”
的保证寄予很大幻想

,

把
“

官督商办
”
当

成一种护商的政策
,

希望他这个商股代表能在
“

官权
”

的保护伞下实现发展中国近代工业
,

以利

于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进行
“

商战
”

的主张
。

但是
,

郑观应在经营企业的实践中
,

看见的只有官权
,

“

商
”
只能听

“

官
”
的摆布

,

即所谓
“

位尊而权重
,

得以专擅其事
;
位 卑而权轻者

,

相率而听命
” 。

,



他的
“

商办
”

计划和爱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

这使他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揭露和批评 日益尖锐
。

郑

观应认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

官夺商权难自主
” 。

。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郑观应参与创办的第一官督商办企业
,

该

企业创办伊始
,

便使郑观应饱尝了
“

官权
”

的厉害
。

织布局的发起者彭汝琼 (四川候补道 ) 是一

个官员
,

他知道办企业如果没有商人参加
,

连向社会投股都有困难
,

因此
,

向李鸿章建议郑观应

入局任会办
。

但很快在办局的计划
、

步骤等问题上
,

郑观应与彭汝琼就发生了冲突
,

彭汝踪反对

郑观应
“
登报招股 ,,@ 的主张

,

而且在局中
“

或独断而不相谋
,

或会商而不见纳
” @ ,

使布局在招

股
,

购机
、

觅厂地以及设厂规模等方面一直无法妥善解决
。

郑观应还特别指责彭汝琼因在招股

上的欺骗行为
,

使布局筹措资金十分困难
,

甚至连房租食用的经费也拿不出来
,

郑观应 自己虽
“
尽力维持

” ,

但仍感到
“
局事迄无把握

” 。
,

没有办法
,

只好向李鸿章辞职了事
。

当时李鸿章虽然

也认为彭这个人
“

作事虚伪
,

专意骗人
” , “

可鄙已极
” ,

并将他逐出织布局
,

但并没有马上把局权

留给这位
“

实心好善
,

公正笃诚
” 。 的郑观应

,

而是于当年秋又委派一名官僚戴景冯 (浙江候补

道 )管理局务
,

不久又派翰林院编修戴恒主持局务
,

但这些官僚对如何从商饭那里招集股金者

一筹莫展
,

才不得不通过盛宣怀出面请郑观应再次入局
。

鉴于前次入局的教训
,

郑观应提出必

须让当时颇有影响的商人经元善
、

李培松和蔡鸿义等人同时入局共事
。

为利用商人
,

李鸿章同

意了郑的要求
,

委任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
。

但官督商办之局不要官方代表是不行的
,

因此只让

郑观应专办
“

商务
” ,

另派龚寿图主持
“

官务
” 。

通过这次改组
,

织布局虽然由官商共主
,

但二者的

矛盾仍不可避免
。

以郑观应为首的商股势力
,

力图削弱并取消官方控制
,

把织布局引向商办的

道路
。

他们首先登报公开招集商股
,

虽然以龚寿图为首的官方强烈反对这种方式
,

耽心商股势

力增强会影响官僚权位
,

但此时是由郑观应
“
总办局务

” ,

商股占了上风
,

公开集股办法很快取

得成效
,

共收股本 50 万两
,

超过原计划 10 万两之多
。

郑观应便利用这个时机就察李鸿章暂时

不领官款
,

企图以此摆脱官方控制
,

他说
: “
历来官局招物议

,

若承领官款
,

则属 目尤难
,

沪上水

陆通风 尚嚣薄
,

寓公游士未悉局中之翔实
,

好为事外瑕疵
,

一经指摘
,

便减声价
。

且事属公司
,

动

关众 口
,

果否获利
,

无卷可操
,

商本容有折耗之时
,

官款从无准销之例
。

今众议且缓请领
,

亦学虑

获利之难
;而股份之集 皆为利来

,

顾虑太多
,

又非招徕之道
’ , 。 。

但李鸿章却以
“

股本愈多愈妙
’ ,

3

为由加以拒绝
。

1 8 8 4 年
,

龚寿图终于利用郑观应搞股票投机失败而亏欠局款的机会发难
,

迫使

郑观应离局
,

官僚又掌握 了织布局大权
。

郑观应两进织布局都被官方排挤
,

后来他在其它许多官督商人企业也一再遭受
“

官权
”

的

种种压迫和阻挠
,

对官夺商权的危害深恶痛绝
。

他在晚年教育其子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时曾以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腐败现象为例
,

痛斥官夺商权的行径
。

他说
: “

素称资本伟大的公司… … 因官

督商办
,

总办
、

会办均由官派
,

用非所学… … 惟各怀私意
,

其权在上
,

假公济私
,

股本力弱
,

多受
’

无形之损失
” ,

结果使企业中那些
“

奔走钻营者蒙卓声
;
谨守廉俭者沉散

” ,

这里只有
“

强权
”

而无

“
公理

” ,

是一个最
“

无道德
”

的地方
。

第二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 。

。

官僚抓住官督商办企业的大权不放
,

不过是为了以权谋私
,

侵

吞商股利益
,

因此
,

官督商办企业在管理上弊病丛生
,

在郑观应看来
,

这些弊病主要表现在用人

和理财方面
。

郑观应进轮船招商局时
,

曾提出十六条管理办法
,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如何用



人
。

他指出
,

招商局虽
“

试行有年
” ,

但
“
成效未彰

” ,

原因之一就是用人出了间题
,

而要用人得当
,

必须由
“

众股东公举董事总协理
” ,

再由
“
总协理慎选

”

各司总管
;
各级管理人员必须

“

公正无私
”

和精于业务
,

并且对所用之人的功过必须赏罚严明@
。

但在实际管理中
,

郑观应发现这些在西

方公司所通行的原则在官督商办企业却行不通
。

招商局中
,

由北洋大臣扎委的上自督办
、

总办
,

下至会办
、

座办等
,

无不借各自的官威大搞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
。

如每年办理遭运的时候
, “

各

上 司暨官亲募友及同寅故旧
” ,

便乘机
“

纷纷荐人
”

入局
,

而所荐之人无非只为图谋薪水
, “
求其

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 ,
” 。

。

但因招商局权操在上
,

又有
“

槽粮帮助
,

凡官荐之人势不能却
” ,

虽

然明知这样做
“
于局事无裨而糜费愈多

’ , 。 ,

而招商局还不得不尽力应付
,

因此
,

人浮于事的现

象越来越严重
,

到袁世凯控制局务的时候
,

局中已有会办
、

座办
、

提调
、

稽查
、

正付董事
、

潜务商

董
、

帮办等 20 人以上
,

其中
“

挂名文案
,

领乾修者颇多
’ ,
。

。

官督商办企业在理财方面的舞弊更要严重
。

郑观应入招商局时还强调对经济帐 目要
“
详细

考核
” ,

杜绝营私舞弊
,

但一年后
,

局中舞弊现象有增无减
。

如商局
“
向存各船一切器皿及动用物

件
”

竟没有
“

进出帐目
” ; “

栈租向由管栈自收
,

往往以多报少
,

或至私肥
;
且煤栈之弊尤甚

,

凡卖

煤者
,

闻交金利源栈
,

必须加价
,

交船煤斤往往不足磅数
,

金云司磅人能使重入轻出
,

虽岁报溢

煤
,

究竟所报之数仍多不实
” ;
更为严重的是

“

各船各栈司事
” ,

只知
“
日与衣冠周旋

,

而于分 内应

照料之客货
,

每多莫不关心
,

不屑躬亲经理
” , “

任听下属构私舞弊
’

心
。

可见
,

这些弊病之所以不

能杜绝
,

一是缺乏严格管理制度
,

二是任人唯亲
,

结果必然是纵容包庇
,

无人过间
。

就连李鸿章

本人也认为对招高局弊病的揭露是
“ 吹毛求疵

” ,

在他看来
,

招商局与别项官事不同
, “
头绪既

繁
,

岂能处处尽善 ! 交涉既广
,

岂能人人惬意 ! ” 。 有重臣庇护
,

招商局经办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

搞贪污中饱的勾当
,

他们自己
“

财发数十万或数百万
” ,

而 “
股东血本

,

均归乌有 !
’ ,
。

第三
, “
国家维持报效多

” 。

凡是官督商办企业
,

一般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优惠和特权

(包括垫借官款
、

缓付利息
、

减免税收和垄断经营 )
,

郑观应称之谓
“
国家维持

” 。

但在郑观应看

来
,

这种
“

维持
”

并没有起到
“
助商

”

作用
,

反而成为官吏控制和鱼肉企业的借 口
,

是政府向企业

捞 取无偿报效 (即勒索 )的合法依据
。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
,

郑观应就指出
: “
盖官督商办之

局
,

不占公家便宜
,

只求其保护
,

尚为地方官勒索
,

若太占便宜
,

更为公家他 日借口
” ⑥

。

后来
,

郑

观应对这种
“

公家
”

勒索
、 “

报效
”

的事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

譬如
,

招商局
“
所运官家物件

… …动须报效
,

间有行李数百件而不付 - 浦浅
,

反代出上下工力
” ; “

各官与招商局有交涉者
,

或有

势 力者
,

皆不遵守局船规 矩
,

往来不买船票
” ,

而
“

舟 中上下之 人敢怒 不敢言
,

恐得罪则祸立

至
” 。 .

根据郑观应在 1 9 10 年统计
,

自招商局开创以来
,

清政府公开向该局勒索的
“

报效
”

经费

就达 130 万两之多
。

招商局
“

报效
”

官府的重要原因是所谓
“

官有运槽的帮助
” 。

而另一个官督

商办企业漠河金矿并没有享受国家多少
“

维持
” ,

但向政府的
“

报效
”

却最多
。

据统计
,

该矿从

1 8 8 8 年至 18 94 年分派给股东的股息合计不过 20 万两
,

而同期缴给政府的各种
“

报效
”

则多达

85
.

5 万两
,

为股息的 4 倍
,

难怪郑观应感叹道
: “
虽闻漠河获厚利

,

无如响重赋难御
” 3 ` 。

当时的

西方人士也认为清政府 向民用企业大量勒索
“

报效
”

的政策是
“

政治最愚之计
” ,

指 出
, “

中国官

场视各大工业企业不窗视同金卵之鹅
,

彼以金鹅宰而解之以献政府
,

自谓实心办事
,

有裨于国
,

而不识鹅死而金卵亦不能再得矣
” 。 。

郑观应十分赞成这种批评
,

他在
“

致工商部参议关尹均笙



书
”
中列举了清政府向官督商办企业勒索

“

报效
”
和

“

军响
”
的大量事实

,

以证明西方人士的上述

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 , 。

第四
,

重用洋员
,

受制于人
。

官督商办企业大都引进了外国近代技术设备和雇用了一些外

国技术人员
,

因此存在一个如何对待外国技术的态度问题
。

郑观应主张有计划引进外国技术
,

为独立发展本国近代工业服务
,

因此批评当时洋务派官僚崇洋媚外
,

一切依赖洋人的态度
。

他

认为官僚办企业
“

但知购办机器
” , “
不知能自造机器

” L
,

这种
“
上下因循

,

不知通变
” 。 的办法

,

哪能
“
不受制于外人呢 ?" 郑观应主张购买外国机器

,

但更加强调自己制造
,

不求洋人
,

而且还要

做到自己设计制造。 。

郑观应对洋人长期把持官督商办企业技术大权的现象十分不满
。

当时招

商局
“

各船主
、

大副
、

二副
、

大车
、

二车皆洋人
,

薪水 日增
” 。 ,

郑观应耽心这样长期下去后果不堪

设想
,

因他认为这些聘请来的洋员大多属于毫无本领的
“

南郭先生一流
” 。 人物

,

是专为捞取钱

财而来的
。

他特别告诫当局
, “

修船则防经营洋人与船厂通用作弊
” ,

因为洋人的惯技是将好船

当坏船修
, “

指鹿为马
,

哄骗外行
” 0

。

招商局洋籍总船主蔚霞
,

其兄在英国开造船厂
,

凡招商局

“

所造之船
,

所买轮船材料
” ,

都是以高价
“
购 自其兄之厂

” ,

而这个厂
“

所开价值
,

其价虽昂
,

从无

一驳
” 。

郑观应对此极为愤慨
,

指责蔚霞与其兄
“

通用作弊
” ,

并且在局中专横跋息
,

俨如
“ 招商局

督办
” 。

。

为了尽快改变招商局依赖洋员的状况
,

郑观应主张
“
宣招华人或驾驶学堂毕业生

,

或

曾在轮船学校学习有年者
” ,

列招商局经考核后录用。 。

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够实现
。

郑观

应痛切指 出
, “

中国之大
,

何患无才
,

特患在上者无以鼓励之
,
裁成之

。

… … 洋务五十年
,

糜费金

以万万计
,

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 …夫五十年来
,

利源之外溢之多矣
” 。

。

总而言之
,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基本态度是抨击和否定
,

实际上这是对清季官督商办

制度的抨击和否定
。

他通过对
“

官督商办
”

企业 30 多年的经营实践
,

认清了
“

官督商办
”
不能

“
助

商
” ,

只能
“

病商
”

的本质
,

从而最终得出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37 的结论

。

这一结论代表了其它许

多资产阶级改 良派以及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共同认识
,

这对我们今天正确

评价清季
“

官督商办
”

无疑是有帮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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